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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亲社会行为是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对他人有利的社会行为。本文回顾过往研究，总结出亲社会行为

产生发展的“远端”、“中端”和“近端”(即“三端”)机制模型。具体来说，进化心理机制是人类早

期积淀结果，是亲社会行为形成和产生的“远端机制”；“近端机制”涉及个体层面，包括人格特质、

“自尊自信”、情绪等个人因素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而影响亲社会行为形成发展的外部因素则介于远

端和近端之间，如社会规范属于“中端机制”。“三端机制”模型对完善亲社会行为的形成发展机制模

型有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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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social behavior is a set of social behaviors that people exhibit in a way that is beneficial to 
others.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past research and summarize the “distal”, “middle”, and “proxim-
al” (i.e., “three-terminal”) mechanisms of pro-social behavior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distal”, “middle”, and “proximal” (i.e., “triple terminal”) mechanism models of pro-soci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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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reviewed. Specifically,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is the result of early human, 
which belongs to the “distal terminal”. The “proximal mechanism” involves the individual level,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self-esteem and self-confidence”, emotions 
and other personal factor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exter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
opment of pro-social behavior, which is between the distal and proximal terminals, such as social 
norms, which belong to the “middle-terminal mechanism”. The “three-terminal mechanism” mod-
el has theoretical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model of pro-social behavior formation and develop-
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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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亲社会行为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涉及领域广泛，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和

心理学等。学术界对亲社会行为目前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概念界定，认为其是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对

他人有利的社会行为[1]。相关研究认为，亲社会行为的行为动机，本质上是一种利他动机[2]，其所包含

的行为类型广泛，如助人、合作、分享、捐赠等。影响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因素复杂多样，无论是过去还

是现在、国外还是国内、社会学界还是心理学界，不同研究者对亲社会行为的形成机制有不同的见解，

且仍存在争议。本文根据亲社会行为特征，提出亲社会行为产生与发展机制的“三端机制”模型，这“三

端机制”分别是：“远端机制”，“中端机制”以及“近端机制”。具体来说，进化心理机制是人类早

期积淀结果，看作是亲社会行为形成和产生的“远端机制”；“近端机制”涉及个体层面，包括亲社会

行为产生者的个体特质、情绪等作用机制；而影响亲社会行为形成发展的外部因素则介于远端和近端之

间，如社会规范，属于“中端机制”。我们以期对“远中近”三端机制进行系统整合来全面揭示亲社会

行为。 

2. 远端机制：进化心理机制 

《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到，虽然动物基因会使我们的行为趋向自私，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为了

生存繁衍，需要表现出亲社会行为[3]。人类是以群居为主要生活方式的社会性动物，人类群居的原因多

种多样，其中包括亲代抚养、群体自我防御、贸易或者分享食物或者居所[4]。与其他群居动物不同，人

类能够为了与自己关系不紧密个体的利益做出牺牲，例如，匿名捐赠；救陌生人不留名等等，这种做出

有利于他人的行为正是人类所表现出的亲社会行为[5]。研究者开始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揭示这种行为，

例如，最为流行，也较为权威的亲社会行为的进化动机来自于 Nowak 的观点[6]，他认为亲社会行为产生

的五种进化机制分别是：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网络互惠和群体选择。其中，亲缘选择和群

体选择是从人类进化繁衍角度考虑的。亲缘选择是指个体为了使自己的基因得到更好地繁衍，会首先选

择去帮助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即亲缘关系越近，亲社会行为倾向越强[7]。群体选择则认为，若两个

群体存在竞争关系，那个体会优先选择帮助自己群体内的个体。拥有大量亲社会倾向个体(愿意为了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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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牺牲自己的个体)的群体要比有更多自私个体的群体更有繁衍竞争优势[8]。亲缘选择理论和群体选择

能够解释亲属间、群体内的亲社会行为，但很多亲社会行为可能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这类行为则可以通

过互惠理论(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网络互惠)解释，互惠利他理论认为，虽然亲社会行为在短期内会给个

体带来损失，但从长期来看，亲社会行为却能够为个体所在的群体带来长远利益，使个体或群体能够更

好的存活、进化[6]。因此，从进化学角度来看，人类在生存发展中依靠亲社会行为能够更好地繁衍，亲

社会行为是人类发展的基石。 

3. 中端机制：社会规范机制 

社会规范是人们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准则[9] [10]，即人们约定俗成的，什么是社会生活中该做的。

个体根据社会规范调整自己的行为，使其适应规则并避免违反规则而受到惩罚[11] [12]。利他行为的规范

化理论是社会规范中解释个体亲社会行为的重要理论[10] [13]，此理论认为，有两种社会规范影响着亲社

会行为。一种是社会责任规范(social responsibility norm)，即让个体产生责任感去为他人解决问题，做出

亲社会行为[14]。另一种是社会公平规范(norm of social justice)，即将社会规范与道德评价相联系，奖惩

机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所得到的奖惩取决于他们的行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厌恶违反社会规

范而未得到惩罚的行为，对公正公平感到满意[15]。厌恶不公平使得个体产生亲社会行为，例如，研究者

发现，在公共物品博弈任务(public goods game)中，人们明显表现出对不公平的厌恶，均表现出想要惩罚

违反社会公平规范者，以维护公平的环境，且人们会倾向于帮助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个体，表现出亲社会

行为[16]。 
在具体操作上，社会规范具体分为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其中，描述性规范是指根据大多数人

的典型做法而制定的规范，类似于从众，该规范让个体去模仿大多数人的行为，以符合社会规范[17]；而

命令性规范是指某种文化下所赞成或反对的行为准则或道德标准，与道德评价相联系[18] [19]，该社会规

范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动机。这两种类型的社会规范对亲社会行为都会产生影响，实验研究表明，描述性

规范与命令性规范均会增加亲社会行为，并且两种类型的社会规范对这些行为的影响无显著差异[20] [21] 
[22]。虽然这两种社会规范在心理上不是完全分离的[9]，但也有部分研究显示，描述性规范能够更有效

地减少自私行为[21]。例如，Bicchieri and Xiao [23]利用独裁者任务(dictator game)来考察两种规范对亲社

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描述性规范比命令性规范更能促使个体给更多的利益给他人，表现出更多的

亲社会行为。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其“规范性期待”(normative 
expectations)而产生作用的。规范性期待是指“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期待，因此，个体在行为活动时，会

对他人心理状态进行推理，随即做出符合他人预期的行为，亲社会行为由此产生。进一步分析发现，个

体之所以根据描述性规范而做出符合规范性预期的行为，其目的是要得到他人或社会的赞许，该过程实

质上涉及印象管理，即个体采取策略以得到他人的积极评价[24]。 

4. 近端机制：个体层面机制 

4.1. 人格特质 

研究表明，亲社会倾向与个体的人格特质有关。人格能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倾向[25]。例如，Hilbig，
Glöckner [26]研究认为，人格理论的“大五人格理论模型”中的宜人性是用于预测亲社会行为最重要的人

格因素。Carlo，Okun [27]，Graziano，Habashi [28]也提到，“宜人性”所考察的是个体对他人所持的态

度，即人际定向范围，该人格特质能够影响个体助人行为的产生。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宜人性也解释

了自私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形成动机，Denissen and Penke [29]认为，宜人性高的个体对他人是友好的、

慷慨的、且他们乐于助人，愿意为他人而放弃自己的利益，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除大五人格理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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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理论还有一个模型——人格结构“HEXACO”模型也值得关注，该模型由六个基本的人格因素构成，

分别是诚实–谦恭(Honesty-Humility)、情绪性(Emotionality)、外向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
尽职性(Conscientiousness)、经验的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其中，诚实–谦恭(Honesty-Humility)
和宜人性(Agreeableness)是个体亲社会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Hilbig，Glöckner [26]研究表明，不同诚实–

谦恭人格因素的个体也会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社会价值取向是指个体

在相依情境中对自己和他人收益分配的特定偏好，研究者基于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结果分配的行为偏好将

其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亲社会型、自我型和竞争型。亲社会型个体在社会困境中追求自我他人共同利益

最大化(合作)，和自我、他人利益差最小化(平等)；自我型个体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且不在意他人所得；

而竞争型个体追求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差最大化，即自己比别人得到更多。研究一般将自我型取向和竞争

型取向归为一类，统称为亲自我型取向[30]。因此，不同人格的个体，社会价值取向也会存在差异，而其

所反映的个体社会价值取向，则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此外，人格差异研究中，还有一个人格

特质是预测亲社会行为的重要指标——社会赞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社会赞许性高的个体倾向于使他

们的反应符合社会的要求和愿望，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反应这种动机性倾向[31] [32]，因此，

高社会赞许性的个体为了得到社会赞许会更多表现出亲社会行为。 

4.2. 情绪 

情绪是社会环境和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Aknin，Van de Vondervoort [5]认为，按情绪对行为的影响

可将情绪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因行为属性而诱发的情绪，称为整合情绪(integral emotions)；第二

种类型是由外在因素所引起的情绪，被称为先前情绪(incidental emotions)，两者均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

响。首先，整合情绪是实施行为时，由行为属性本身所引发的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执行具有一定的指

引作用。亲社会行为与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有关，道德情绪属于整合情绪。Tangney，Stuewig [33]研
究认为，道德情绪可能是个体在进行道德行为后所产生的情绪感受和体验[34]；也可能个体对能否执行行

为的评估而产生的预期情绪。道德情绪有正性和负性的区别，该区别取决于行为的类型。例如，若违反

道德准则就可能会产生内疚或焦虑，这属于一种负性情绪；进行亲社会行为所产生自豪感或者愉悦感，

则是一种积极情绪[35] [36]，研究发现，实施亲社会行为可以给人带来意义感和效能感，是个体获得幸福

感的重要途径。有研究表明，这种整合情绪的影响从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初期就存在，亲社会行为是由其

本能动机而趋使的，因为其伴随着积极的情绪[37]。其次，整合情绪还有一种类型是预期情绪，即对未来

所产生情绪的预测。研究表明，预期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产生起着重要的作用[38] [39]。例如，Massi [40]
发现，当做出是否捐献骨髓的决定时，如果人们考虑到不捐献所引起的内疚情绪，那么他会更倾向于捐

赠。同样地，Kavussanu，Stanger [41]对体育场上的行为进行研究，发现个体会预期违反公平规则会产生

内疚情绪，从而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亲社会行为。Schalk，Bruder [39]当个体与他人博弈时，若预测到对

他人公平，则会诱发自豪情绪，那么此时个体会更多做出公平行为。因此，人们会避免做出可能会导致

负面情绪(如，羞愧、内疚)的行为而倾向于做会诱发积极情绪(如，自豪、愉快)的亲社会行为[42]。 
与整合情绪一样，先前情绪也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重要的作用。先前情绪具有“携带效应”(carryover 

effect) [43] [44]，即行为者本身已经存在的情绪会影响其亲社会行为。研究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愉

悦的情绪状态能促进亲社会行为[5] [45] [46] [47] [48] [49] [50] [51]。积极情绪能够拓宽个体的注意范围，

其注意力会由自我转移到他人，因此在体验到积极情绪后，更可能会对他人实施亲社会行为[52] [53]。而

在积极的具体情绪中，对亲社会的影响同样也受到广泛关注。例如，共情(empathy) (一种理解并能够感受

他人情绪的积极情绪)，体验到共情的个体更可能会实施亲社会行为[54] [55]；敬畏(awe) (一种在面对权

威、崇高或庄严事物时所产生的积极情绪)，体验到该情绪的个体会感觉自己渺小，因此对自我的聚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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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而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人，从而增加亲社会行为[56]；感恩(受到他人帮助而产生的积极情绪)，该情

绪也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57]。相比积极情绪，负性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就相对较为复杂，其对亲社

会行为的影响，不同研究有着不同的结论。有些研究表明，负性情绪会减少亲社会行为的产生[58] [59]。
Brennan and Binney [60]认为，负性情绪如害怕可能会引起个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因此会更聚焦于自我，

对他人的关注减少，从而导致亲社会行为的减少。而负性情绪也并不总是会减少亲社会行为的，其他一

些研究证明，负性情绪也会增加亲社会行为。例如，悲伤情绪可能会增加实施助人行为的概率和捐赠的

数量[61]，他们提出“自我帮助”(egoistic helping)理论，认为像悲伤这种负性情绪会促使个体去帮助他人

转移自我指向的负面情绪，以减弱自我的负面情绪，即“消极状态释放”(negative-state relief) [59]，也有

研究将这种负面情绪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叫作“劝谏亲社会功能”(pro-social persuasive power) [58]，
具体指在个体体验到负面情绪后，会倾向于实施亲社会行为，因为亲社会行为会使注意转移到他人，补

偿负面情绪对个体的消耗[62]。总之，亲社会行为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主要是取决于该情绪是否能够由自

我聚焦转移到他人聚焦，若聚焦于他人，则更可能实施亲社会行为。 

4.3. 生物学因素 

近期研究表明，个体催产素的(oxytocin)水平在亲社会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63] [64] [65]。催产素能

够促进情感，使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提高共情水平，从而增加亲社会行为。此外，个体与催产素相关

的基因也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66]。 

5. 小结 

综上所述，亲社会行为的远端进化机制、中端社会规范机制和近端个体层面机制的“三端机制”模

型较为全面总结归纳了其形成发展机制，对社会行为理论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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